
2021 年 3 月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Mar. 2021
第 31 卷 第 1 期 China'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eography Studies Vol. 31 No. 1

何以商胡不入蕃?
———从 《唐开元户部格残卷》看唐代的商胡贸易法令*

刘子凡

敦煌 S. 1344《唐开元户部格残卷》所载垂拱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敕明确允许诸蕃商胡于内地
兴易。然而，这条敕文中关于商胡进入内地后“不得入蕃”的规定，依然是要限制商胡越境。这
又与唐代粟特商人频繁往来于中原与西域的实际情况不相符，说明敕文并没有被长期严格执行。
这一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垂拱元年敕关于“不得入蕃”的规定是针对西域战事做出的。唐代关
于禁断商旅及物资入蕃的一些敕文，也大多是与边疆局势紧张有关。与唐代律、令、格、敕中反
复强调阻断商旅相对，唐朝与外藩之间实际上存在大量的私人贸易。这体现了唐朝对外贸易的开
放态度以及战时临时性边境管制之间的矛盾与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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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院，邮编 100101。

北朝至隋唐，粟特人构建起了连接长安与西域诸国的庞大商业网络。① 以粟特人为主的
诸国商人共同在唐代丝路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唐代律令中关于“化外人”商业行
为的规定都显得十分谨慎，一般认为外国商人在唐朝境域内的往来是受到限制的。目前仅见敦
煌 S. 1344 《唐开元户部格残卷》 ( 以下简称“《户部格》”) 所录垂拱元年 ( 685) 八月二十八日
敕明确允许诸蕃商胡于内地兴易。不过，敕文中关于商胡进入内地后“不得入蕃”的规定，与我
们所知的唐代粟特人频繁往来于中原与西域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那么为何会有这种阻碍商旅往
来却又无法长期执行的法令呢?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户部格》垂拱元年敕进行了研究，② 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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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即拟在此基础上考察唐代律令中涉及商胡贸易的条文，对 《户
部格》垂拱元年八月敕中商胡 “不得入蕃”等问题进行新的解释，以探明唐朝关于对外贸
易的法律精神。

一、《户部格》垂拱元年敕中的 “不得入蕃”

《户部格》中关于诸蕃商胡的敕文内容为:
敕: 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

搦。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
垂拱元年八月廿八日。①

这里的诸蕃商胡，是指以粟特人为主的西域诸国商人。敕文提到允许商胡在内地贸易，但
“不得入蕃”。所谓“入蕃”，《白氏六帖事类集》引唐代《杂令》曰:

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北至突厥、契丹、靺鞨，并为
入蕃，余为绝域。②

据《唐会要·杂录》所载可知，此令原为圣历三年 ( 700 ) 三月六日敕。③ 这是将“入蕃”
明确规定为进入唐朝八个周边政权的疆域。《户部格》垂拱元年 ( 685) 敕的时间稍早，入蕃
未必明确限定为高丽、突厥等八蕃，但以此比照，还是可以说“不得入蕃”应该是指不能进
入唐朝控制范围以外的地域。同时，敕文除了“不得入蕃”的规定之外，还命令各边州关津
镇戍严加捉搦，即从边塞上严格控制商胡出境。至于“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是指著籍
于唐朝西州、庭州、伊州等边州的内附胡人。根据敕文，他们在取得公文的情况下，也可以在
本贯以东往来贸易。西州 ( 治所在今吐鲁番高昌故城) 、庭州 ( 治所在今吉木萨尔北庭故城) 、
伊州 ( 治所在今哈密附近) 是唐代最西边的三个正州，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和贸易集散

地。只允许这些商胡在西、庭以东往来，实际上还是不许他们入蕃。所以，这道敕文包含了两
方面的意思，一是允许外来和落籍的商胡在内地贸易，二是不允许进入内地的商胡再入蕃。
这是目前仅见的允许商胡在内地贸易的规定。同时 S. 1344 被认定为 《开元户部格》，

具有了一般性的法律意义。讨论唐代丝路贸易者，大多会引用此条敕文。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敕文的相关规定与唐律有明显的不同。《唐律疏议·卫禁律》中有:

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尺徒二年半，三匹加
一等，十五匹加役流。
疏议曰: 缘边关塞，以隔华、夷……若共化外蕃人私相交易，谓市买博易，或取蕃

人之物及将物与蕃人，计赃一尺徒二年半，三匹加一等，十五匹加役流。
下一条疏议中又有:

其化外人越度入境，与化内交易，得罪并与化内人越度、交易同，仍奏听敕。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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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非公使者不合，故但云“越度”，不言“私度”。若私度贸易，得罪皆同。①
唐代有私度关和越度关两种罪责，私度关是指没有携带过所等公文而私自从关门过，越度关

则是指不从关门过。这里的化外人，是指来自 “蕃夷之国”② 的人。从 《唐律疏议》的规
定看，唐朝人通过越度、私度关塞与化外人私相交易，或者是化外人通过越度、私度关塞与
化内人交易，都要获罪。《唐律疏议》又强调 “出入国境，非公使者不合”，也就是说合法
出入国境而非越度、私度的只有各国公使。同时 《唐律》中又有 “即因使私有交易者，准
盗论。”这实际上就堵住了全部化外人与化内人交易的途径，显然与 《户部格》垂拱元年敕
中的内容冲突。
唐长孺认为，垂拱元年八月敕文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 “蕃胡”在内地进行贸易的权利，

只是不准入蕃，这与唐律中化外人不准入境与唐人交易的条文不尽相同。③ 刘俊文认为这可
以视作格文对律文有关规定所做的修改。④ 胡留元则认为 《户部格》鼓励商胡于内地兴易，
对《永徽律》律文作了修正和补充，以新的行政法规调整新形势下的对外商事贸易，是唐
朝经历数十年中外经济交流发展和疆域扩大后，立法活动的一个重大转变; 同时禁止化内人

入蕃市买，也说明转变是有一定限度的。⑤ 不过胡留元对 “不得入蕃”的理解似乎有偏差，
敕文中应是指诸蕃商胡赴内地后不得再入蕃。荒川正晴认为，在唐朝中央的交通、交易管理
体制中，如果是外来商人，原则上是被禁止自由往来于唐朝领域，⑥ 而敕文则表明唐朝已正

式认可粟特商人为了求利可突破互市贸易的地域范围，到内地交易。⑦ 众所周知，唐代实际
是有数量众多的诸蕃商人进入各地从事商业活动，长安西市也有大量胡人店肆。所以敕文允
许商胡在内地兴易，大致应如唐长孺、荒川正晴的理解，只是对实际情况的认可。
实际上，垂拱元年敕文的重点在于 “不得入蕃”，无论外来还是著籍的商胡，都只能在

唐朝国境内活动。敕文给予商胡的贸易权利只是单方向的，允许他们到内地贸易却不能入
蕃。这就意味着只许进，不能出。如果这条敕文被编入户部格而长期严格执行的话，那么岂
非全部商胡在进入唐朝国境后无法再出境? 丝绸之路对于商胡来说也就成了一条单向通道。
荒川正晴即将“不得入蕃”理解为唐朝对商胡的一个重要原则，有了这一规定之后，这些
商胡就作为归化之人成为羁縻州府的百姓，而不再有蕃国人的身份。⑧ 石见清裕认为，西来
的外来商人大量深入中国内地，如果放任自由的话，唐朝的出入境管理体制会逐步崩溃，垂

拱元年八月敕中针对西来商人的交通禁断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布的。⑨ 然而从现实情况
来看，这仍然是一条没有被长期严格执行的规定。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健驮罗国》中提到
了“汉地兴胡”，即是说当地有来自唐朝的粟特商人。瑏瑠 另外从阿拉伯语文献和 8 世纪穆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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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书的相关内容来看，域外昭武九姓地区的粟特商人实际上与唐朝内地保持着密切的商业

往来。①《唐会要·关市》载: “天宝二年十月敕: ‘如闻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②

也可以说明在天宝之前，诸国商人的往来兴贩并没有断绝。如何理解这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户部格》垂拱元年敕中禁止商胡入蕃的规定与当时的西域形势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自高宗时代起，唐朝与吐蕃展开了大规模的四镇争夺战。尤其是高宗去世、武后临
朝称制之后，唐朝的边疆危机陡然加重。垂拱元年 ( 685) 五月，同罗、仆固等漠北铁勒部
落叛乱。③ 东突厥汗国崛起成为唐朝的北部边患，漠北铁勒部落的动荡更使唐朝难以应付，
只得从西域调兵征讨铁勒反叛部落，由此拉开了垂拱年间西域连年用兵的序幕。④ 从吐鲁番
出土文书反映的情况看，西州当地也有相当数量的白丁被征发参与了垂拱元年的金山道行

军。⑤ 但这次军事行动并没有彻底解决漠北的问题，垂拱元年蕃汉兵远征漠北，反而造成了
西域防御空虚。自垂拱二年起，吐蕃开始大举进攻四镇地区，经过激烈争夺，唐朝最终被迫
再次放弃四镇。⑥
《户部格》所载垂拱元年八月敕的时间，是在当年五月同罗、仆固等部叛乱之后不久。
当时唐朝已经从西域调集了大量的蕃汉兵参与金山道行军，吐蕃的威胁已然隐隐在侧。这种
形势下，唐朝势必加强对西域地区的警备。值得注意的是，与《唐律疏议》中关涉全部化外
人的规定不同，《户部格》垂拱元年敕仅仅是针对“商胡”，大致可以理解为是来自西域地区
的粟特商人。而所谓“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则更是明确指向了处于战争最前沿的西、
庭、伊三州。从这一角度看，“不得入蕃”的规定无疑是与西域战事有关。吐鲁番出土《唐开
元二十年 ( 732) 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文书也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证
据，其中记载西州百姓石染典曾计划去西州以西的安西贸易，而这显然与《户部格》垂拱元
年敕中“本贯已东来往”的规定不符。孟宪实指出，这大致就是因为长寿元年 ( 692) 以后唐
朝有效地控制了安西四镇，西、庭、伊等州已经不是战争的前线，更西边的安西也就进入了商
胡的合法经商范围。⑦ 可见西域局势的变化影响了商旅允许经商的范围，《户部格》垂拱元
年敕的条文也没有一成不变地贯彻落实，其制定与执行大致与战争形势的变化有关。
唐朝在战时的边境管理是极为严格的。《唐律疏议·卫禁律》有:
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 ( 谓非众成师旅者。) 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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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 主司，徒一年。(谓内外奸人出入之路，关于候望者。) ①
这里特别强调了对“外奸内入”和 “内奸外出”的防范， 《唐律疏议》中也明确提到了
“行间谍之类”。又如众所熟知的唐玄奘的例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载:

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时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既奉严敕，防
禁特切。有人报亮云: “有僧从长安来，欲向西国，不知何意。”亮惧，追法师问
来由。②

唐玄奘于贞观三年 ( 629) 抵达凉州，正值唐朝出兵征讨突厥的前夕。从这段记载看，当时
处于边疆的凉州完全禁止百姓入蕃。最后玄奘法师随一胡人越度关塞。在这种情况下，经常
往来于诸蕃和内地的商旅便很容易有间谍的嫌疑。
关于这一点，也可参照前引《唐会要·关市》中的记载:
天宝二年十月敕: “如闻关已西诸国，兴贩往来不绝，虽托以求利，终交通外蕃，

因循颇久，殊非稳便。自今已后，一切禁断，仍委四镇节度使，及路次所由郡县，严加
捉搦，不得更有往来。”③

这是比垂拱元年八月敕更为严厉的敕文，禁断了西域诸国商胡的一切兴贩往来。而禁断的理
由便是有商人借求利之名 “交通外蕃”，而且“因循颇久”。这就明确表述了对往来商胡充
当间谍的担忧。需要注意的是，这条敕文颁布的时间是西域发生战事时。唐玄宗时，唐朝除
了要面对吐蕃的威胁，在西域最大的对手就是突骑施。开元二十七年 ( 739) 碛西节度使盖
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于是唐朝立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天宝元年 ( 742 ) ，唐朝送十
姓可汗阿史那昕于突骑施，至俱兰城，被可汗莫贺达干所杀。④ 突骑施再次发生动荡，直到
天宝三载 ( 744) 五月，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击斩莫贺达干。天宝二年 ( 743) 十月下敕禁
断兴贩显然与西域战事有关。
另外，关于违禁之物的规定，《唐会要·关市》有:
开元二年闰三月敕: “诸锦、绫、罗、縠、绣、织成绸、绢、丝、牦牛尾、真珠、

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 金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北诸关。”⑤
这里规定了绫罗等贵重丝织品不允许进入诸蕃，尤其是金铁等战略物资不能从西北出关。值
得注意的是，这条敕文的时间是开元二年 ( 714 ) ，又是西北边疆紧张局势的时刻。开元元
年 ( 713) 末，东突厥可汗默啜派遣其弟同俄特勤大举进攻北庭。开元二年二月，北庭都护
郭虔瓘幸运地斩杀同俄特勤，才解了北庭之围。而在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击败西突厥、收复
碎叶之后，西突厥胡禄屋等重要部落在开元二年十月才陆续来降。⑥ 禁止绫罗、金铁等物出
境，也是在这一西域波动的时间点。《天圣令·关市令》唐六条与此敕文基本相同，大致就
是根据开元二年敕文而来。只不过《天圣令》中增加了“绫 ( ?) 不在禁限”的注，并有:

如有缘身衣服，不在禁例。其西边、北边诸关外户口须作衣服者，申牒官司，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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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斟量，听于内地市取，仍牒关勘过。①

这是对敕文的补充，显然是考虑到了商旅穿衣服的问题，是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禁令。这或
许与周边局势缓和有关。无论如何，以上两条敕文也都与 《户部格》垂拱元年敕的情况类
似，是在边疆局势紧张时颁布的。
总之，《户部格》垂拱元年敕中的 “不得入蕃”，就是在垂拱元年西域军事形势下，针

对来自诸蕃以及贯属西、庭、伊等州的商胡的限制性措施。阻断商胡入蕃的用意，在于防止
其交通外蕃。通过比照上引天宝二年十月敕和开元二年闰三月敕，可以想见这大概是唐朝在
西域局势紧张情况下的常规措施。这样我们就对颇受关注的 《户部格》垂拱元年敕有了新
的认识，确认商胡在内地兴贩的权利只是附带的信息，重点还是在边疆紧张时防范其入蕃。
然而对比唐朝内地与诸蕃之间大量的商贾往来情况，即便是写入格文，这种 “不得入蕃”
的规定或许因其具有战时临时性而不能长期执行。

二、招徕商胡与阻断往来

《户部格》垂拱元年敕中 “不得入蕃”的规定与现实的差距，及其 “任于内地兴易”
与唐律规定的不同，体现出唐代律令对商胡贸易规定的复杂性和冲突性，这或许是源于唐朝

对外贸易的开放态度以及战时临时边境管制之间的矛盾。即使在特殊时期颁布的敕文被编入
格，在情况发生变化后，相关法规便未必能够完全严格执行。
虽然唐朝在边境紧张时会阻断商旅往来，但对商胡在民间的贸易总的来说持开放态度。

尽管《唐律疏议》原则上禁止化内人与化外人的贸易，事实上不只是 《户部格》垂拱元年
敕确定了商胡在内地贸易的权利，其他一些敕文、令文中也有允许化外商人与唐朝百姓交易
的信息。这在互市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互市是唐朝与诸蕃交易的主要场所，白居易 《白氏
六帖事类集》引《关市令》有:

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市〕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
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后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②

互市是设置于缘边州郡，故而前文提到的西、庭、伊等边州也就成了重要的贸易中心和粟特商人
的聚集地。互市显然是由官府主导的，但并不断绝百姓的交易。《唐六典·金部郎中员外郎》有:

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练、蕃彩，自外并不得交易。其官市者，两分帛练，一分蕃
彩。若蕃人须籴粮食者，监司斟酌须数，与州司相知，听百姓将物就互市所交易。③

也就是说，在蕃人需要粮食的时候，允许百姓在互市所与其进行交易。
另外就是市舶方面的例子。海运也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唐会要·少府监》载:
显庆六年二月十六日敕: “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

物。委本道长史，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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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简择进内。”①

市舶大致与边州互市类似，也是以官方交易优先，官司要预先做好采购物品的计划，船到之

后即按需购买。在满足官司的购买需求后，就可以任凭百姓交易。还可以参考日本 《养老
令·关市令》，其第八条有:

凡官司未交易之前，不得私共诸蕃交易。②

这也可以理解为，在关司交易完成之后，百姓就可以与诸蕃交易了。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
下，要特别标明禁止百姓参与互市，如《白氏六帖事类集》引《金部格》有:

敕: 松、当、悉、维、翼等州熟羌，每年十月已后即来彭州互市，易法时差上佐一
人，于蚕崖关外依市法致市场交易，勿令百姓与往还。③

松州等地位于剑南道的西部，邻接吐蕃及羌人。这里专门提到禁止百姓在互市时与羌人往
还，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明唐朝的互市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禁止百姓参与。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可以见到不少唐朝百姓与外藩商胡在市中交易的例证。如

《唐开元十九年唐荣买婢市券》中有:
6 开元拾玖年贰月 日，得兴胡米禄山辞: 今将婢失满儿，年拾壹，于
7 西州市出卖与京兆府金城县人唐荣，得练肆拾匹。其婢及
8 练，即日分付了，请给买人市券者。准状勘责，问口承贱
9 不虚。又责得保人石曹主等伍人款，保不是寒良詃诱
10 等色者。勘责状同，依给买人市券。④

贯属京兆府金城县的唐荣从兴胡米禄山处买得婢女失满儿，兴胡就是指没有著籍的粟特商

人，而交易地点正是在西州市。经西州官府认定后，还需发给买方市券，也就成为了买方的
公文。这便是一种官方认可的民间交易。
允许商胡往来可以说是唐朝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念。唐朝在最初进入西域时，就把招徕

商胡当作其目标和手段。《旧唐书·高昌传》有:
时太宗欲以高昌为州县，特进魏征谏曰: “陛下初临天下，高昌夫妇先来朝谒。自

后数月，商胡被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遂使王诛载加……”
贞观初年西域军政格局较为复杂，高昌国作为丝路上的重要国家，依附于突厥而对抗唐朝。
这里则是明确说到高昌还曾遏绝商胡。《旧唐书·侯君集传》亦载: “高昌王麴文泰时遏绝
西域商贾，太宗征文泰入朝，而称疾不至，诏以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讨之。”唐太宗对
于高昌国的征讨自然有多种政治因素，但魏征提到的遏绝商胡，无疑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

的原因。又《新唐书·安国传》有:
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尉其使曰: “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

安国即是昭武九姓中的大国，为粟特商胡的根基所在。唐太宗在开拓西域时，专门向安国使
者传递了“商旅可行”的信息，也有招徕商胡的意思。
玄宗朝也有类似的事，如 《曲江集》中载有 《敕护蜜国王书》与 《敕识匿国王书》，

—18—

何以商胡不入蕃?

①
②
③
④

《唐会要》卷 66《少府监》。
《令义解》，《日本国史大系》，吉川弘文馆 1975 年版，第 299 页。
《白氏六帖事类集》卷 24，第 92 页。
唐长孺主编: 《吐鲁番出土文书》 ( 四) ，第 264 页。



其中提到“已西商胡，比遭发匐劫掠，道路遂断，远近吁嗟”，“发匐凶狡，劫杀商胡，罪
不容诛”。① 大致在开元十八年 ( 730 ) 护密国发匐篡立王位，罗真檀奔唐，唐朝使之返国
讨平发匐。唐朝主导这次讨伐行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发匐劫掠商胡。唐朝很重视商胡在边州
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旧唐书·宋庆礼传》载:

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并招辑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
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

营州此后成为粟特人的重要聚居地，安禄山便出身于此。在营州初兴之时，宋庆礼能够招辑
商胡、建立店肆，也被看作是发展营州的重要功绩。
允许蕃人市买或互市也是唐朝给予诸蕃的一项重要权益。由于唐朝国力强盛、物产丰富，

外蕃十分希望与唐朝贸易。而唐朝考虑到国家安全等因素，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开放贸易。同
意通商或市买，有时就会成为交往手段，或被视为一种恩惠。《旧唐书·突厥传》载:

(开元) 十五年，小杀使其大臣梅录啜来朝，献名马三十匹。时吐蕃与小杀书，将
计议同时入寇，小杀并献其书。上嘉其诚，引梅录啜宴于紫宸殿，厚加赏赉，仍许于朔
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之所，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

西北诸蕃通过与唐朝进行马匹等大宗商品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如唐玄宗就是为了报
偿突厥小杀没有联合吐蕃入寇而开放了与突厥的互市。又《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

乙酉，鸿胪寺奏: 日本国使请谒孔子庙堂，礼拜寺观。从之。仍令州县金吾相知，
检校搦捉，示之以整。应须作市买，非违禁入蕃者，亦容之。②

此事在开元五年 ( 717) 十月，唐玄宗因日本国远在海外朝贡不易，专门设宴款待。依律，
蕃人因使入国是禁止私有交易的。③ 这里允许日本国使者市买，也是特别褒奖。值得注意的
是，唐张鷟《龙筋凤髓判》中有一条吐蕃使者请市物的判文:

鸿胪寺申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未知可否?

……听其市取，实可威于远夷; 任以私收，不足损于中国。宜顺其性，勿阻
蕃情。④

此判虽然不能完全看作真实发生的案例，但相似的情况或许实际出现过。有趣的是，张鷟判
词的结果是允许吐蕃使人购买违禁的绫锦、弓箭，这显然是违背律令的。不过这或许能代表
部分士人对外蕃使人市买的模糊或开放态度。
开元以后，外商税也开始成为唐朝个别边州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大致在玄宗时代以前，

唐朝并不收取外商税。⑤ 开元以后开始向西域商胡收税。《新唐书·焉耆传》载:
开元七年，龙嬾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

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
一般认为，从开元七年 ( 719) 开始唐朝允许在安西四镇以及北庭附近的轮台征收外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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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各食其征”，是说通过外商税来填补安西四镇与伊西北庭两节度使的用度。此外，日
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 15 号文书《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有:

1 金满县 牒上孔目司

2 开十六年税钱，支开十七年用。
3 合当县管百姓、行客、兴胡，总壹阡柒伯陆拾人。应见税钱，总计当
4 贰伯伍拾玖阡陆伯伍拾文。
5 捌拾伍阡陆伯伍拾文，百姓税。①

庭州金满县的户税征收对象为百姓、行客、兴胡三类。金满县总共收得 259 650 文税钱，其
中百姓税钱只有 85 650 文，约占三分之一。② 也就是说，该县同时向非本地籍贯的行客以
及粟特商胡征收税钱。据唐令，诸国蕃胡内附者按户等收银钱，附贯两年以上则输羊。③ 严
格来讲，兴胡并非落籍的投化胡家，但金满县依然对其征税，而且要上报节度使孔目司。这
些税钱也作为当县开元十七年 ( 729) 的支用。
基于以上几个原因，唐朝对于商胡的往来兴贩，实际上是采取了相对开放的态度。故而

在史书和出土文献中可以看到诸藩商人在内地往来兴贩的情形。但是出于对诸蕃的戒备，在
边疆形势紧张的时候，唐朝又会临时禁止商旅往来。《户部格》中的垂拱元年敕，以及前引
天宝二年十月敕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针对性措施。律令中关于商胡贸易的条文，也
都十分谨慎。招徕商胡与阻断往来的交互，就形成了实际情况与法律规定的偏差。无论如
何，唐朝的对外开放态度和在律令执行上的灵活性，很好地维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这

或许也正是唐朝的伟大之处。

〔本文责任编辑 樊志强〕

·书 讯·

安梅梅著《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民族管理体制研究: 以“属国”和“道”
为中心》，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2021 年 2 月出版。
全书共分八章，主要内容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从宏观层面探讨秦汉时期由分封制向中

央集权制转型过程中新型民族关系、民族分布格局、民族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其特点; 第二，
对与秦汉时期民族管理体制相关的问题，从国家构造层面、体制层面和法律层面展开多层次
论述; 第三，以属国和道为中心，研究秦汉时期属国制和道制的具体内涵，探讨秦汉民族管

理体制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显现的特点，系统全面地论述秦汉时期民族

管理体制发展演变的历史全貌，总结分析秦汉民族管理体制实施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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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商胡不入蕃?

①
②

③

［日］池田温著、龚泽铣译: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10 页。
参见沙知: 《跋唐开元十六年庭州金满县牒》，《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7—195 页。
参见《唐六典》卷 3《户部郎中员外郎》。



The Exploration Path of the Ｒ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 Centered on Ma Changshou ( 马长寿) 's Opinion

Wang Weiguang ( 39)……………………………………………………………………………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Ｒepublic of China，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pursuit of a modern state，there were contentions on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between the
viewpoints of“single nation”of“one ethno and one body”and“nation”of“diverse ethnos and one
body”． Based on his long-term southwest ethno studies，Ma Changshou systematically put forward a
set of comparatively complete solutions to this contradiction，namely the nation reconstruction theory
of“cultural pluralism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Taking the evolutional history of diverse ethnos into
consideration，and on the basis of critics of equating “assimilation”with “Sinic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he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pluralism assimilation”，and
held that it was a reasonable way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ultural pluralism and political
unity，and the two went hand in hand．
Key Words: Southwest Ethnos Ｒ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Pluralism Assimilation Nation-state
The Adjustment of Frontier Strategy and the Prominent Position of Frontier Prefecture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Li Jingming ( 53)………………………………………………………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an Empire，a new ruling class emerg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 中原) regime，a new way of safeguarding external security was shaped，and also a new frontier
situation in the north had to be faced． Liu Bang ( 刘邦) 's war experienc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 战国) ，Qin and Chu was precipitated into a kind of strategic culture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Influenced by this，Liu Bang used the old thinking to deal with the new situation，causing
the failure of the Han Army in the battle of Pingcheng ( 平城) ． The Han court took frontier defense
as the leading strategy of frontier governance after the war． The essence of the frontier defense
strategy is that the frontier prefectures bear the risk of war，and the frontier defense expenditure are
mainly borne by the hinterland，thus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frontier prefectures is highlighted．
Key Words: Frontier Strategy Strategy Culture Huns Frontier Defense Frontier Prefecture
The Liu Family in Youzhou and Power Structure Dilemma inside Heshuo Fanzhen ( 河朔藩
镇) －－ Take Liu Yong and Liu Yuan as Example Ｒen Zhaojie ( 64)……………………
Youzhou ( 幽州) ha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ng court in the reign of Liu Peng

( 刘怦) and Liu Ji ( 刘济) ，Liu Yong ( 澭) and Liu Yuan ( 刘源) fought their eldest brother Liu Ji
one after another，and both were defeated and went to the Tang court，which reflected that there was
a power structure dilemma inside Heshuo Fanzhen． The continuance of“Heshuo Story”，made the
military governor have to rely on their family and relatives，but the latter's influence and power were
double-edged sword，and under some circumstance they might become threat to the governor，and had
a big influence on power structure of the Fanzhen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ng central
government．
Key Words: Liu Yong Liu Yuan Heshuo Fanzhen Power Structure
Why Sogdian Merchants were not Allowed to Get into Vassal Ｒigions? － － Ｒesearch on

Trade Laws about Sogdian Merchants in the Tang Dynasty According to S. 1344 the Order
of the Board of Ｒevenue Liu Zifan ( 75)………………………………………………………
It was explicitly stipulated that Sogdian merchants were allowed to trade in hinterland according

to an imperial edict enacted in the 1st year of Chuigong ( 垂拱元年) which was compiled in S．
1344 the Order of the Board of Ｒevenue． However，it was also stipulated that Sogdian merchants were
not allowed to leave to vassal regions once they came to Tang hinterland，which was recorded in the
same imperial edict． This imperial edict was not executed to the letter，as in fact Sogdian merchants
could trade between Tang and the Western Ｒegions frequently． It may be because the imperial edict
of the 1st year of Chuigong was only a temporary provis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war in the
Western Ｒegions． Some other orders about export ban on merchants and goods were also related to
the frontier wars． In contrast to export ban orders，there were many private trade between Ta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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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sal regions． It shows that the Tang Dynasty had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rade
openness and border control in wartime．
Key Words: the Order of the Board of Ｒevenue Edict Enacted in Chuigong Period Sogdian Merchants

Get into Vassal Ｒegions
A Study on The Epitaph of Imperial Concubine Xiao of the Liao Dynasty

Wang Shanjun Wang Yinghui ( 84)……………………………………………………………
The Epitaph of Imperial Concubine Xiao，which was recently excavated，conceived som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mid-Liao Dynasty，with high historical value． The author of the Epitaph was
Zhang Gan ( 张幹) ，wh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engzong of the Liao
Dynasty． Xiao had once been the empress，but subsequently was removed，and later was rewarded as
imperial concubine again and eventually passed away of disease． The Epitaph was excelent in
elaborating parallel prose and allusions， notwithstanding rich in rhetoric， the meanings were
metaphoric． The allusions of queens or concubines of the Zhou and Han Dynasties and the
conservative Confucian classics were used as the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to portray Concubine Xiao's
dignity and elegance． This writing orientation reflected the psychology of Khitans who wanted to tracing
their origin ethnographically to the Central Dynasties，as well as the meaning of State indoctrination．
Key Words: the Liao Dynasty Imperial Concubine Xiao Zhang Gan Epitaph of Imperial
Concubine Xiao Epitaph Writing Orientation
Zhi Guang Yi Xia ( 治广宜狭 ) : The 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a Political Geography

Thought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Guofei ( 96)…………
In the Ming Dynasty，a political geography thought“Zhi Guang Yi Xia” －－ which means to add

new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and reduce the area of established political districts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to facilitate the stat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cultural power to penetrate into local areas to
strengthen social control，was gradually formed in Guangdong region． When it comes to the Qing
Dynasty，this thought was inherited． Qu Dajun (屈大均) summarized the ideas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adjustment in Guangdong，the setting up of Kaiping ，Huaxian and Yangjiang counties could proved the
continuity of this thought．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thought has profoundly shaped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Guangdong，and embodied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local area．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angdong Political Geography Thought
Administrative Ｒegion Establishment
A Study on Military Garrison in Xinjiang from 1715 to 1755 －－ Centered on Turpan，Barkol
and Hami Liu Jinzeng ( 110)……………………………………………………………………
The Qing government set up military garrison in Xinjiang in order to lighten the burden of military

grain transpor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war against Junggar． The military garrison in Xinjiang was
mainly set up in Turpan，Hami and Barkol in 1715 －1755，and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northwest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memorials of this period，we can see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still carried out military garrison in Turpan in 1725 － 1729．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harvest records of Barkol's garrison in Ｒecords of Shizong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did not completely abolish the military garrison in Hami in 1742． Military garrison in
Xinjiang effectively supported the front-line officers and soldiers，reduced the burden of transferring
military grain．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large-
scale garrison after the Qing government unified Xinjiang in 1715 －1755．
Key Words: Xinjiang Military Garrison the Qing Dynasty Turpan Barkol Hami
A Study on the Karacin and Hoocit Niru Incorporated into the Eight Banners of Chahar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Surimeng ( 119)…………………………………………………
Since Chahar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the Qing government frequently

organized some new Niru into it． The Niru from different tribe sources mad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Eight Banners of Chahar very complex，such as Karacin and Hoocit Niru which were originally
belong to the Eight Banners of Mongol． Based on the Manchu memorials and other related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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